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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吸收歐陸法系國家刑事訴訟制度新知，實地了解歐陸地系國家法制運作情形，法務部於本(98)年度遴選參訪團赴荷蘭參訪，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余主任檢察官麗貞擔任領隊，團員計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趙燕利、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林彥良及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殷玉龍等3人，參訪荷蘭萊登大學、最高法院檢察署、安恆地方法院及荷蘭刑事鑑識會館，並拜訪駐阿姆斯特丹代表處。參訪主體設定為：(一)荷蘭具體求刑準則之研究；(二)荷蘭刑事訴訟制度之比較；(三)荷蘭法醫機關之建置情形等。參訪期間為民國98年9月10日至19日共計10日。

本報告體例依規定撰文，除記述參訪所得外，亦記錄參訪行程規劃過程重點，以為後續參訪團規劃之參考。

2、 過程

1、 行前整備及資料蒐集

(1) 行前會議

參訪團員於行前開會決定議題分工，並請前於民國96年間參訪加拿大RCMP皇家警騎總部，參訪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Canada）之法規委員會調辦事檢察官曾益盛列席指導應行注意事項並提供參訪程序意見。團員彼此也藉行前會議相互進一步認識，了解各別專長領域，適性作程序分工，分配之工作包括：(一)訂機票及辦理簽證；(二)購置禮物；(三)排定參訪行程、製作行程表；(四)擬注意須知；(五)指定公費收支負責人預借款項；(六)換外幣並負責公費收支明細；(七)指定日誌撰寫人；(八)當地旅館、交通；(九)指定當地翻譯等。

(2) 重要行程交涉

荷蘭上訴法院副總檢察長(solicitor-general) Perry Quak先生曾來臺參與檢察官協會及司法官訓練所舉辦之國際會議，與涉外事務長官洪檢察長光煊、陳參事文琪、蔡檢察官秋明等甚為相得，與團員林彥良檢察官亦有接待之誼；其為資深檢察官，深耕荷蘭刑事訴訟實務，長期負責檢察官具體求刑準則之研究，目前又擔任荷蘭刑事鑑識會館(the Netherlands' Forensic Instititute)計畫負責人，負責建置法醫學院及國際聯繫。經與Perry 先生聯繫，其為參訪團洽得以下公務參訪行程：

荷蘭最高法院檢察署(General Prosecutor's Office)：參訪學習荷蘭具體求刑準則(the Guidelines 'Bos-Polaris')。

安恆(Arnhem)地方法院，參訪學習荷蘭刑事訴訟制度。

荷蘭刑事鑑識會館：參訪學習荷蘭法醫機關軟硬體建置及相關制度。

此外，為探索檢察官選送至歐洲訪問學者之可行性，本參訪團奉部命嘗試向荷蘭著名大學了解接受我國檢察官以訪問學者身分赴該校研究之可能。經請外交部駐阿姆斯特丹代表處代洽後，選定荷蘭首學萊登大學參訪。

參訪過程總說

本參訪團係赴荷蘭參訪，往返平均飛行時間均為18小時，於9月10日(星期四)午夜23時05分之班機出發，到荷蘭時已接近週末假日，用以因應時差及整備參訪細節。主要參訪行程自9月14日(星期一)起至9月17日(星期四)下午止，於9月18日(星期五)搭乘長榮航空公司早班返臺班機，至同月19日抵臺。

在出發前，團員已分就各項主體粗略分別蒐集資料，對於各項重點議題有高度認識。於行前彙整製作團員個人簡歷、參訪議題分送外交部及荷蘭參訪單位，以利相互認識及參訪行程聚焦。

2、 主題論述

(1) 荷蘭萊登大學訪問

1、 時間：

98年9月14日（星期一）(萊登大學校法務部)及9月17日(星期四)(格勞秀斯中心，Grotius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2、 背景及訪問過程

(1)拜訪對象：Ms Els Lemaire, Head, Offic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Leiden Law Faculty. Dr. Carsten Stah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Program Director, (Grotius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2)參訪目的：本參訪團前往位於荷蘭萊登古城之荷蘭萊登大學法學院，與該校法學院之代表進行會談，期待經由本次會談能夠先與荷蘭萊登大學法學院達成就我國法務部派遣檢察官至該校擔任訪問學者或進修碩士學位等實質交流之議題建立共識，並於參訪團返國後，再沿襲該共識，達成雙方簽立合作備忘錄之遠期目標。

(3)機關介紹

①萊登大學之簡介
A.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 是荷蘭創立最早的大學，座落於距離阿姆斯特丹約30分鐘火車車程之歷史古城萊登，自西元1575年創設以來，其學術及教學品質均享譽國際，無論是在人文學科或是自然科學和醫學，均在國際上獲得崇高之評價，此由最新泰晤士報2009年世界大學排行，萊登大學的排名為60名，便可得知。

B.萊登大學由9個學院組成，包含考古學、藝術、法學、數學與自然科學、醫學、哲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神學和創作及表演藝術，以及一所管理學院，國際知名學者愛因斯坦便曾任職於該校。

C.萊登大學的學、碩士課程大多為英文授課，亦同時有開設以法文、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的課程亦均有開設，所以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學生均可以在萊登大學修業並獲得學位，萊登大學目前有約18000名學生，其中約10%係國際學生。

(3)萊登大學法學院之介紹

A.荷蘭境內創立最早且最大的法學院，法學院同時針對國際學生在海牙設立格勞秀斯中心。法學院有以下幾個研究中心提供課程：民法、公法、刑法及犯罪學、稅法、法律經濟及審判實務。這些研究中心包含18個領域，其中包含幾個表現卓越的領域，如國際公法(格勞秀斯中心)、歐盟及國際商法、國際稅法、航太法等，而這些課程在LL.M學位及LL.M advanced學位均有提供。針對執業律師及司法人員，萊登大學法學院設立有LL.M advanced之課程，修業期限為1年，而課程內容除上述傳統之民法、刑法等課程外，尚包含航太法(Air and Space Law)、歐盟及國際貿易法、國際稅法、國際公法等領域之課程。
(4)參訪過程

①萊登大學法學院

A.雙方合作可能性及合作模式之討論

在抵達該校後，參訪團隨即與法學院之代表Ms Els Lemaire女士及其同僚就我國法務部派遣檢察官至該校擔任訪問學者或進修碩士等議題進行討論，Els Lemaire女士就我國法務部派遣檢察官至該校進修碩士學位一事表達高度歡迎之意，但同時亦表明由於萊登大學雖然歡迎我國法務部派遣檢察官至該校深造或研究，但因萊登大學法學院無法同時派遣該校學者或學生至我國進行訪問及研究，因此我國檢察官在該校之研究及訪問費用將無法獲得減免，亦即必須我國法務部必須負擔我國檢察官至萊登大學法學院訪問及研究之全部費用。另外Els Lemaire女士亦表示，因為他相信我國檢察官對於法律均有一定的基礎，因此如果將來我國願意派遣檢察官至萊登大學法學院進修碩士學位，其希望我國檢察官可以申請該校法學院的LL.M advanced的課程。

參訪團在訪談中向Els Lemaire女士提出幾項問題：

a. 能否在每年碩士名額上固定保留一定數量之名額給予我國檢察官申請？

b. 學院碩士之學費？能否給予我國檢察官學費減免？

c. 能否給予我國檢察官獎學金？

d. 是否可以與我國法務部簽署合作意願書？
針對上述問題，Els Lemaire女士先就進修該校法學院碩士之費用、申請之條件及流程逐一向參訪團詳細說明。其並表示我國檢察官若申請該校法學院碩士，將與世界各國申請者一樣，均立於同一基準點接受審查，審查通過即可入學。而獎學金及學費減免部分，萊登大學法學院有許多獎學金，歡迎我國檢察官於申請該校碩士時，一併提出申請。最後Els Lemaire女士表明萊登大學法學院不排斥與我國法務部簽立合作意願的備忘錄。
B.法學院校園參訪

在進行雙方會談，並約定參訪法學院海牙校區之日期後，萊登大學法學院同仁隨即帶領參訪團全體成員參訪該學院之環境、圖書館之設備及由監獄改建之國際學生事務中心，讓參訪團成員均感受到萊登大學校園環境之幽美、圖書設備之充實及對於延攬、照顧國際學生事務上之用心。
②位於荷蘭海牙之格勞秀斯中心參訪
在第一天的拜訪中，法學院的女士提及，法學院在海牙尚設立有格勞秀斯中心負責提供培訓課程給國際學生，因為該中心專責法學院的國際交流合作，因此參訪團便藉由女士的安排於第四天至該中心進行參訪。
第四天清晨，參訪團經由法務部派駐荷蘭代表處的曾尤弘秘書的熱情接送協下抵達格勞秀斯中心，該中心的負責人親切的向我們解釋格勞秀斯中心的設立宗旨，以及現有提供的服務，並提及該中心能提供客製化的課程，可以因訪問學習團體之要求，安排前往荷蘭境內的機構包含國際刑事法院進行參訪，課程天數、課程內容完全由客戶端需求而定，其並舉今年泰國亦派遣法官參訪團至該中心進行學習參訪為例，該中心便因應泰國法官參訪團的需求安排國際刑事法規之課程及訪問之機關，而課程期間之長短亦完全依照泰國參訪團之需求。
    在簡單的介紹後，代表隨即帶同本參訪團之團員參訪該中心之教室及設備，參觀完後，本次參訪便在參訪團團長余麗貞主任檢察官致贈紀念品予該中心後結束。
(2) 荷蘭具體求刑準則

3、 時間及地點：

98年9月15日上午10時30分至17時。在最高檢察官辦公室，海牙

4、 內容：

此部分之參訪由 Mr. Perry C. Quak, (solicitor-general,programme manager NFI Academy)引介 Mr. John Remmerswaal(senior public prosecutor The Hague)及Mrs. Ingrid Berben(solicitor-general, coordinator legislation)共同接待並全程作陪。Mr. Perry C. Quak為參訪團請來荷蘭北極星準則(BOS POLARIS guidelines)之研發負責人Mr. Gerrit Schurer,為參訪團作深入簡報及操作(簡報原件如附件1)。Mr. Gerrit Schurer為Giant-Soft公司之managing director總經理，該公司為經常與政府部門合作之電腦公司，負責資訊建構及軟體問題之解決。短暫午餐後，Mr. John Remmerswaal再從檢察官之角度分析GPS檢察登錄系統及北極星準則之運作。重點如下：

(1)背景

北極星準則係為配合荷蘭刑事訴訟制度而產生的具體求刑電腦指引。在荷蘭訴訟制度下，法官與檢察官均由專業者擔任，有6年相同之訓練，沒有最低或固定刑度，亦無認罪協商制度(從而刑度不會因認罪與否而改變)，所有案件都可能進入法院。檢察官具體求刑，有很大的裁量空間，也造成的公平性上的疑慮。舉例而言，腳踏車竊盜(荷蘭都市內腳踏車人口眾多，荷蘭重大刑案發生率很低，但犯微罪者不少)實務罰金為150歐元至600歐元，或1週之拘禁；侵入住宅實務量刑為1月至4月之拘禁，並無實際標準。如何作出適合刑度，一直是刑事訴訟改革的重點之一。

(2)北極星準則的誕生：北極星準則(BOS-POLARIS)係荷語Beslissing Ondersteunend Systeem及Project Ontwikkeling Landelijke Richtlijnen Strafvordering之縮略字，其意為裁量支援系統─國家刑事檢察準則發展計畫。其發展歷史，係依據歐洲議會於1992年之推薦
，荷蘭於1995年開始北極星發展計畫，其第一個準則誕生於1999年，目前已進入第2版。在北極星準則出現之初，受到實務界的反彈，司法官及律師都認為他們法學教育充足，並不需要電腦告訴他們如何量刑。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目前荷蘭適用的情形是，北極星準則普遍地為檢察官、法官、律師及社會大眾所接受，相對地，法院體系自己也發展了自己的量刑規則，此一規則運作模式與北極星準則如出一轍
。但在實務運作上，荷蘭北極星求刑準則才是影響大部分案件的準則，大約1年有100萬件經由適用北極星準則決定刑罰
，平均而言，不精確地說，大約有20%的案件不能適用，此多屬重大複雜犯罪，殺人、性侵害再殺人等。

北極星準則發展上，該計畫組成8人專家小組(主要為公訴檢察官)及檢方的支援團體(paralegals)搜集了大量的判決作為因子分析，作質化及量化研究，找出應列入準則之因子
，再與電腦技術結合。

(3)適用之強度：北極星準則為檢察官求刑重要參考，但準則之規定，只是對一個預設的行為作刑度參考建議，並不當然拘束。如果一個特定案件有特殊情境因素是北極星準則所未論述考量的，檢察官有權於敘明事實後拒絕適用
。點數計算結果檢察官若不能接受，而有不同的求刑，因guideline已經公布，法官、律師都知道，會質疑檢察官為何不依準則求刑，其結果是，法官經常不會理會檢察官逸脫北極星準則而「自行」決定的求刑。

(4)運作程序：

就荷蘭而言，裁決(judging)即是作出決定的過程，荷蘭在北極星準則出現之前之決定作出模式，從問題至決定的產出過程並不透明，只能說是一些司法人依照一些地方性的準則作出的所謂專業的判斷；而以前所依賴的準則，事實上有很大的裁量空間，各地的準則也多有不同，其結果是多樣化的、不透明的刑度，從而專家們致力於決策過程的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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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北極星準則計畫進行改革。在決定本身，必須是充實的決策及經過清楚的程序且符合專業效能；準則本身，應提供統一、不模稜兩可的指引，使相類似的案件得到相類似的裁決，並且全面設定每一個案型的起算點(starting point)。此外，準則計畫重視對於受裁決者之解釋，此一解釋必須使執行準則者及受裁決者清楚了解。北極星準則出現後，決策之過程變為標準化及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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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度裁量示意圖1(北極星準則施行後)

上表係一簡圖。事實上犯罪的每一個各別因素，都會經過此一決策過程，再予以綜合，其綜合考量的運算模式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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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度裁量示意圖2(北極星準則施行後)

如此的刑度架構，足以展現量刑的效度及信度，而因該準則係政府對外公開之資訊，決策過程透明化，也足以提昇人民之信賴。

裁決的過程分為5個思考階段，(一)是否為北極星準則適用之犯罪類型
─(二)選擇正確的規則─(三)適用該規則─(四)檢查(此部分即檢察官確認適用之結果是否符合預期，同時考量是否有準則未提及的個案特殊性)─(五)執行。整個過程均依賴電腦運算，在2至3分鐘內可以算出刑度參考值。電腦程式(稱為DSS系統)會以問題引導使用者點選設定的求刑因素(factors)，再由電腦負責運算
。也是因為計算邏輯的透明，法官可以檢查原求刑是否有未考量在內的量刑因子，而作輕重調整。

在檢察官依引導點選因子後，電腦會從起算點
(starting point)開始計算加重或減輕的點數(sanction point)。其計算的架構(framework)，是由各罪基本點數(Basic points)
─加計刑度決定因子(Judgement factors)
─刑度點數(Penalty points)─(數罪時)遞減計算(Diminishing benefit of punishment)
─總懲罰點數(總求刑)(Sanction points)─起訴求刑(indicated sanction on type and size)。也會有些因素不是以加減的方式計算，而是以加權一定百分比方式計算總點數，此稱之為犯罪特別因子(Offence specific factors)
。例如對公務員(如檢察官)犯罪，則加權150。最後再依總點數，決定量刑的種類和刑度
，可能是罰金、勞動服務，也可能是入監服刑。原則上超過30點就要起訴，低於30點則可適用社會勞動等轉向程序，前面兩種在起訴時，檢察官可以決定，但入監服刑則須由法官決定。

(5)與GPS檢察登錄系統
之整合

荷蘭之北極星準則整合於檢察登錄系統之內，亦即一些與犯罪構成要件重疊的刑度要件(如共犯有無、財產損失或攜帶武器等)會經由該系統直接聯結北極星準則的計算因子，再度減省檢察官使用上之負擔。

GPS檢察登錄系統為荷蘭特別之電腦化發展，檢察官與法官共享此一整合系統內之資源，檢察官開公訴庭漸漸減輕紙本之使用。也減少了掉卷、找卷的風險和困擾，且檢察官可以經由一定的驗證，以無線網路進行案件的研究工作。為了整合資訊的健全，警方、當事人提交的卷證都被掃描及電腦化。檢察官全部必須適應這種變革，否則無法處理及終結案件
。由於GPS系統整合各項電子資訊，法庭上也能以較高質量的證據促進訴訟，加強法庭了解案情的深度及廣度。舉例而言，刑案現場環境，可由GPS系統帶入法庭審檢的電腦之中。

在GPS整合系統運作下，如有未依照北極星準則求刑之情形，電腦會自動檢查出來，其結果可能導致案件的移轉。

(6)有關刑度因子存在之證明強度：刑度因子多半與犯罪構成要件重疊，此部分自然要證明至超越合理懷疑之地步。未經調查、或未能舉證至超越合理懷疑地步之因子，不能影響刑度輕重。例如共犯為加重因素，因此檢察官要證明到有共犯參與程度，才能加重計算。但需注意的是，荷蘭北極星準則的因素，和我國第57條內容不同，例如動機，在荷蘭就不是加重條件，照他們的說法，查完起訴事實，瞭解案情就可以回答北極星準則的詢問問題。用此系統的目的在於判決的一致性，起訴時檢察官已求刑，審判時，被告或辯護人會質疑求刑因素根據的事實是否存在，法官會調查以證明刑度的加減事實是否屬實
。

(7)有關求刑之時機：在荷蘭，檢察官並無偵查組與公訴組之分，北極星準則在偵查及公訴時均會使用。有符合準則之案件，即案案求刑。如果在審判中有嗣後發生的刑度因子出現，自然得據以改變。

5、 我方智慧財產權具體求刑準則介紹與意見交換

法務部將具體求刑列作重要評估項目，首就智慧財產權案件入手，經與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共同研議具體求刑準則，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接續舉行11次會議，結合檢察司、資訊處調辦事檢察官之意見及專長，於98年9月初已完成了著作權法、商標法之具體求刑準則初稿及電腦測試樣版。此次訪荷，參訪團亦藉此千載難逢之機會，以上開測試版為基礎，作一簡報並聽取荷方經驗。荷方對此嘗試深感興趣，詢問其犯罪類型廣度，並認其規劃方向十分正確。 荷方對臺灣發展具體求刑準則，有以下建議：

(1)一些重要的因子(如認罪等犯後態度)，不妨考量以加權之方式加強其對刑度的影響。

(2)依荷蘭之經驗，說服檢察官、法官需要一些時間，但因決策透明化、理性化都是正確科學的方向，最後終會被全盤接受。因為這樣的決策輔助系統，很多量刑應考慮的因子才有真正被考量的機會。建議從某一法院開始試行，不用一開始就全國施行。

(3)在準則之外，為符合實用，一些刑度彈性必須存在。

(3) 荷蘭刑事訴訟制度

6、 時間及地點

98年9月16日11時，地點為安恆地方法院、上訴法院及檢察署(位於Eusebiusbinnensingel 28, Arnhem 
7、 內容

此段行程由Mr Albert Hazelhoff, chief solicitor-general、Mr. Perry C. Quak, solicitor-general, programme manager NFI Academy、Mrs Nicole van der Velden, press officer、Mr. Andre de Meij, co-ordinator paralegal sector、Mrs. Linda Perquin, co-ordinator administrative sector共同接待，並由Mr. Perry C. Quak以「作為偵查者的檢察官─以荷蘭為例」(“the prosecutor as investigator- the Netherlands)發表簡報。共用午餐後，參訪司法院區(包括安恆地方法院、上訴法院及檢察署)及旁聽審判。參訪所見重要內容如下：

(1)荷蘭司法機關的組織架構：

荷蘭檢察系統最高單位是檢察總署(the Board of Prosecutors-General)，檢察官主要任務與我國相同，即偵查、起訴犯罪，其進用程序與法官相同，屬於司法人員，由國王任命，屬司法體系的一部分，但非如法官享有終身職待遇，且應於65歲退休。

其次就上下隸屬關係而言，初級法院與上訴法院的檢察官彼此間並無層級結構的關係，所有的檢察官都隸屬於檢察總署，檢察總署並本於檢察一體指揮檢察官辦案，檢察總長就有關檢察官任務、刑事司法的執行權與其他法定權力下達指令，無論指令是一般性的政策類型或具體的類型，對檢察官具有法定拘束力。

荷蘭法官職司審判，其刑事法院體系包括：

①郡法院 (Cantonal Court) ，為第一審法院，負責審理微罪(較輕微、非暴力犯罪)，由獨任法官審理，有點像我國的簡易法庭。

②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 ，也是第一審法院。6個月以下自由刑之罪由獨任法官審理。6個月以上較嚴重的犯罪則由3位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其並為郡法院上訴案件的上訴法院，採覆審制，安恆法院即屬此級法院。

③上訴法院 (Courts of Appeal)，共有5個法院負責審理地方法院上訴案件的上訴法院，採覆審制。

④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不採覆審制，僅審理上訴法院適用法律錯誤或程序違背法令的上訴案件。
荷蘭有1最高法院、5個上訴法院、19個地方法院。檢察署方面，有1個總長委員會(board of Prosecutors-General)、5個上訴檢察署(dvocate-general’s office)、 21個地方檢察署，地方檢察署有19個對應法院，另外有國家檢察署(national prosecution office(針對反恐、組織犯罪、國際合作等)及特別檢察署(functional prosecutors office，負責洗錢及環境犯罪等)。在職級上，有prosecutor-general 3至5名、其他至高而低分別為chief prosecutor/ chief advocate-general─senior prosecutor/ advocate-general─(district) prosecutor─substitute prosecutor等。在司法從業人員方面，共有2345個法官、720個檢察官，14882個律師。在犯罪統計
上，1年有27萬餘件犯罪案件(offences)及26萬餘件違規案件(infractions)。犯罪案件中有2萬7千餘件不起訴，約7萬3千件由檢察官依北極星準則自為決定，約14萬件進入法院(大部分屬輕微案件由獨任法官審判)。

(2)檢察官之地位：檢察官為司法官，由皇室任命，但非終身職。檢察官為刑事訴訟程序之主人，獨占的公訴守門者，最高的偵查主體，為偵查負終局責任，在輕微案件，給予警察指揮；在重大案件，積極的給予指示，並對所有案件負有客觀義務，並非以勝訴為工作目標。
檢察官應為偵查過程之合法性負責，並抑制警察之過度自主。警察實際權力極大，警察總是以治安需求為名，要求各種強制偵查手段，需要需有司法者之抑制及把關。檢察官對於警察之偵查作為，有權被完全告知、處理警察報告的卷證(警察報告及筆錄有證據能力)，並在警察有不合法偵查作為時抵抗來自警方的壓力，守護法律。

(3)檢察官之責任：檢察官就案件之合法性及成立，對法院負責；就檢察之內部民主控制，對司法部負責(因對司法部負責即等於對監督司法部之國會負責)。 

(4)荷蘭強制處分制度（以羈押為中心）

荷蘭刑事訴訟法規定剥奪被告人身自由有下列三種：拘留、逮捕、羈押，前二者由檢察官行之，情況急迫或不能期待檢察官做出決定時，得由高級警官決定，至於羈押的決定權則由法官或法庭決定。由於此次參訪雖為瞭解荷蘭審前羈押制度，然其羈押與拘留、逮捕的原因與時間具有不可分的關係，故一併介紹此三種規範內涵如下：

①拘留

犯罪嫌疑人為現行犯或所犯最輕本刑4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可以拘留之。原則句留由檢察官下令實施，或者在不能期待檢察官下令時，由高級警官下達命令，情況緊急時，得採取拘留措施。拘留期間為6小時（不包括午夜到上午9時），警察得就犯罪內容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訊問中犯罪嫌疑人無權委任辯護人，在此次訊問後才能見到辯護人。

②逮捕

荷蘭的逮捕與我國不同，在拘留期滿（最長為15小時，即拘留6小時，加午夜到上午9時之間的9小時，共15小時），對犯罪嫌疑人處置，由檢察官或高級警官決定要調查刑事犯罪，且可能採取羈押措施時，方予以逮捕，否則應予釋放。逮捕後，犯罪嫌疑人,有權與律師見面（自行委任或經指定的律師），辯護律師以自由會見犯罪嫌疑人，除非律師濫用會面權而妨礙事實的發現，此時律師亦可查閱警方的案資料。逮捕期間最長為3日。\

從拘留到逮捕，對犯罪嫌疑人行動的限制最長為3天又15小時，即應交付預審法官，就逮捕的適法性進行初步審查，如認非法逮捕或證據不足者，則須立時釋放或採取其他措施。

③羈押

羈押是對已遭拘留或逮捕之被告採取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荷蘭刑事訴訟法則依羈押時間長短不同，適用的條件和程序亦不同：

A.延長羈押10天

由以上說明可知拘留和逮捕期滿（3天加15小時），被告即應釋放或交付法官，但檢察官聲請，預審法官得考慮下列因素後，命再延長羈押10天，稱之「還押候審」，其情形為：

a.所犯最輕本刑為4年以上監禁刑之罪。

b.所犯屬於特別定的犯罪，例如盜用公款、共同詐欺、恐嚇。

c.所犯之罪有監禁刑，且被告在荷蘭境內沒有固定居住地或經常性的居住場所。

d.被告有逃亡之虞或對公共安全構成嚴重威嚇。

若被告所犯之罪是不可判處絕對監禁刑者，則不能適用上開還押候審規定，另外判處監禁的實際期限（提前釋放）短於羈押時間時，羈押應中止。被告可選任律師為其辯護，辯護律師有權自由的、不受監控的會見羈押被告，並且有權向預審法官或檢察官
請求檢視相關卷證，如果檢察官以偵查需要，預審法官或檢察官可限制被告的請求
。在還押候審羈押階段，法官可以自行決定或應檢察官、被告的聲請而中止羈押，釋放被告。對於預審法官的決定，被告與檢察官均可在法期間（3天或15天）聲明不服。

B再延長羈押30天

還押候期間屆滿，如果羈押事由仍存在，檢察官可再聲請延長羈押30天，此一聲請可重複兩次，但是否同意則應由合議庭決定
。

無論是還押候審或再延長羈押，法官都必須在訊問被告後決定之。雖然合議庭決定再延長羈押，被告亦可隨時請求撤銷延長羈押的決定

(4)司法園區實地參訪

①法庭配置：在簡報之末，Perry先生大致介紹了荷蘭的法庭配置，以便我們於後續的參訪中了解。在荷蘭乃至大部分歐陸國家，檢察官係代表國家提起公訴，本身又具客觀義務及司法屬性，與對造當事人之角色功能本即不同，這種不同應該展現在法庭席位 的配置上，如果將檢察官席位與當事人席位作相同配置，等於走向英美對抗制，引導檢察官在法庭以求勝為本務。在荷蘭法庭，檢察官席與法官席同高，位於法官席同排右側，席間有一間隔作為職能區分的表示。被告及辯護人席位則在法官左前方，其配置情形如下示意圖所示
：

	檢察官席
	法官席


	書記官席





法庭配置示意圖

Perry隨後引導團員參訪司法園區並配合解說。荷蘭法院與檢察署與臺灣相同，也是鄰近相通。荷蘭之法官、檢察官與律師法袍形式外觀完全相同，均為膨鬆黑袍加白色領巾。荷蘭法庭簡潔清爽，在高度電腦化之下，法官及檢察官帶上法庭的卷證不多，審判專以筆錄為證，審判中並無全程錄音，因為在荷蘭的概念中，司法自王權派生(女王像掛在法庭中央)，如果有錄音流出用以不當質疑筆錄，將會傷害司法公信。書記官以電腦紀錄法庭活動，據隨行解說人表示書記官記載筆錄的速度可以跟上講話速度。辯護人與被告同側，面對法官，法庭電腦螢幕的架設只有法官、書記官、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並無螢幕
。荷蘭的法官及檢察官都有2-3位助理，負責幫檢察官、法官整理資料、寫判決，令人驚訝的是，荷蘭的檢察官和法官都不必寫起訴書、判決，他們的工作只有、閱卷、開庭、決定案件的結論。檢察官全程到庭，在陳述案件時會起立說明，但審判中案件之主要訊問似仍由審判長主導。參觀的法庭當天下午也只有開兩件，法官也是先問被告是否認罪的陳述。一個案件很快地就開完，荷蘭人認為，這才是有效率而正確的作法。

在上訴法院及檢察署的參訪中，工作同仁們大致解釋了GPS系統的建檔工作及實際運用情形。參訪團又臨時商請參訪拘留所。拘留所位於地下室，係供候審訊者短暫居留之用，有層層管制，十分安全乾淨。拘留室，採取一人一間的隔間模式，目的在避免被告串供，裡面並未裝潢，沒有任何閒置物品，空間相當大，上廁所要按電鈴由法警帶到公用廁所，廁所內沒有鎖（避免反鎖），以利戒護，但上方的玻璃窗可看到內部情形。對於少年犯，甚至還有彩繪卡通牆面的拘留室可用。

荷蘭法院不似我國到處都是人，當天下午的法庭倒是相當「悠閒」，當天由Perry負責我們，在法庭配置方面：法官位於中間，面對被告或其他應訊的人，法官右側即是檢察官，二者平行但有一小縫隙。左側則是

另外，Perry也充分運用他的好人緣，安排我們參觀安恆法院的拘留室， 

(4) 荷蘭法醫機關軟硬體建置及相關制度

8、 時間及地點：

98年9月17日11時至17時，地點為荷蘭刑事鑑識會館Netherlands’ Forensic Institute (NFI) and NFI Academy, The Hague(Address: Laan van Ypenburg 6, The Hague)

9、 內容：
此段行程由Mr Kees Möhring, director of the NFI; Mr. Perry C. Quak, solicitor-general, programme manager NFI Academy; Mr. Jan Keijzer, senior project manager; Mrs. Doris Eerhart, international forensic advisor及 Mr. Wim van Geloven, business manager NFI Academy共同接待，並由Mr. Perry C. Quak及Mrs. Doris Eerhart提供簡報。重要參訪內容如下：

「刑事鑑識會館(Netherlands  Forensic  Institute, 簡稱NFI)。該機構位在海牙的「Laan Van Ypenburg」 這個地方，就在高速公路旁邊，當車輛甫抵達停車場入口處，映入眼廉的是一幢佔地頗大的玻璃惟幕建築物，造型相當簡潔大方，展現歐洲人特有的洗鍊風格。待車輛停妥走到入口處，與臺灣官署不同的是，我們的官署都很重視門面，大部分官署只要從大門就知道是政府機關，因為免不了就是斗大的門銜及燙金招牌，可是NFI很特別，門口處就只用三個斗大的NFI白色立體英文字母(如圖)，告訴世人，這兒就是鼎鼎大名的NFI。走入玄關，令我們又是一陣激賞，因為沒有裝飾華麗或囂吵的大廰，只有一塊約十坪不到的空間，由幾位安全人員坐在玻璃後方進行嚴格的安全查核。這些安全人員不會和我們直接接觸，完全透過隔離設備來檢查我們的證件及比對訪客名單，再經過電話確認才讓我們在專人的帶領下進入內部，可見他們對於安全的要求有多高。由於我們抵達的時間已經接近正午，所以專人先帶我們到餐廳，此時NFI首長(Director)、警察顧問(Police Advisor)Jan Keijzer先生及NFI學院(NFI Acedemy)計劃經理(Programme Manager)Perry Quak先生已經在餐廳內等待我們，並招待我們一行6人(含曾秘書及翻譯王立陽同學)享用午餐，順道一提的是，荷蘭人的午餐吃的很簡單，僅有麵包、奶製品果汁或咖啡，豐盛一點的還有一碟沙拉。說是簡單，卻也可口。用餐完畢，雙方再進行一陣寒暄和簡單的贈送紀念品儀式後，我們正式展開本日參訪行程。首先由該機構國際事務處鑑識顧問(Forensic  Advisor ／ International  Affairs)Doris Eerhart女士為我們進行NFI的簡介(如圖)，Doris女士一開始就以全球家喻戶曉的美國影集CSI為例，反諷該影集將刑事鑑識神速化，因為「speed of investigation is not realistic 」 以下是有關該機構的介紹:

(1)NFI歷史研革

 荷蘭刑事鑑識，於西元1945年之前，是委諸於私人專家。西元1945年7月30日，首先成立法醫研究室(The Forensic Laboratory)。隨後於1951年，又成立法醫病理研究室「The Forensic Medical Laboratory(日後更名為The Forensic Pathology  Laboratory)」。嗣因科技發展，鑑識項目進入多元及深化的時代，經整合後，於1999年成立Nederlands Forensic Institute，並於2004年搬遷至美輪美奐之現址。

(2)NFI的層級

  Nfi隸屬在荷蘭司法行政部(Ministerie van Justitie)之下，是一個獨立運作的高科技機關。在預算方面，以2008年為例，約為6400萬歐元，預計2011年底可以提升至7000萬歐元。收案量部分，2008年時約為4萬件。人員部分約有500位。

NFI組織架構

共分三部分，第一為科技部門，涵蓋主要刑事鑑識領域，及仍在發展中的鑑識項目，計有

①bio-medical生物醫學(含biology生物學 pathology 病理學anthropology人類學Toxicology毒物學)

②physics物理學 (含 digital technology 數位科技、biometry年齡鑑定、武器彈藥weapon、ammunition、射擊火藥殘跡gunshot residue、traffic accidents交通事故工具痕跡toolmarks ,

③chemistry化學(含narcotics毒品,enviroment環境、dactyloscopy 指紋鑑定、explosive 爆炸、fiber、textiles 纖維、衣物   writer identification 筆跡鑑定、 documents 文書鑑定)  

第二為諮詢服務部門。

第三為研究單位(NFI Acedemy)，主要是負責教育訓練工作 

NFI的案件來源

國內部分，計有司法部門(prosecutor and judge)、警察部門、情報部門、 特別調查單位及其他部會的委託鑑定。國際合作部分，則受有聯合國(UN)、國際刑事法院(ICC)、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CTY)、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ICTR)、非洲獅子山國特別法庭(SCSL)、歐盟(EU)、等之委託鑑定。另NFI亦接受外國政府之委託鑑定，但需經由正式外交途徑提出。

(5)NFI的三種重要角色

 ①為刑事案件鑑定的權威機構

 NFI進年來受理之案件每年高達4、5萬件以上，鑑定之跡證數量高達十餘萬，足以鑑定之項目超過30種，且成立超過60年，在刑事鑑定領域已累積斐然信譽，有足夠能力為委託機構提供下至一般、例行、上至特殊、複雜的廣泛鑑識服務。

 ②引領研究及發展

NFI研究人員認為，透過不斷的發展與研究，越能對破案提供助益，故NFI鑑定項目除了一般廣為人知的DNA、毒品及屍體、遺骸等外，亦致力發展較鮮為人知的領域，例如NFI有法醫考古學家，可指揮開挖鑑定古物。另外，在非人類DNA研究上，NFI亦發展出草類NDA鑑定，可以就鞋跟上沾粘的草類追溯犯罪現場。再者，NFI於資料庫的建立工作上亦不遺餘力，以DNA資料庫為例，NFI建置有2組，一組為嫌疑人及罪犯的DNA資料庫，可以快速地與犯罪現場所採集的跡證進行比對。另一組則為失蹤人口的DNA資料庫，可以用來比對遺骸確認身分。 

③為知識與專業的中心

承上所述，NFI設有一研究單位，負責相關教育訓練，而對象並不僅限於科技人員，尚包括司法人員、警察。因為NFI認為，實踐司法正義，是一個連鎖過程，從犯罪現場的保持、跡證的採集、進行鑑識工作，檢察官偵查起訴，到法院審判，無一不需導入正確的刑事鑑識觀念，故NFIL研究單位設計了許多課程，從簡單的「FORENSIC AWARENESS」觀念介紹到實用的例如犯罪現場管理、證據選擇與採集、判讀鑑識報告等課程一應具全，甚至連專業課程，例如DNA、指紋分析、數位科技調查等亦有提供。且由於NFI已享譽國際，故其已深具自信地可以向其他專業團體提供建議，並有能力針對國外人士提供教育訓練課程。近來，NFI亦將教育訓練的對象擴及於司法人員及警察以外之人，例如救護人員、消防人員、甚至軍人等「第一到達現場之人(FIRST RESPONDERS)」，和被告律師(DEFENDER LAWYER)，因為NFI認為這些人均是與妥適實現刑事司法正義有密切關係的人員。最後，NFI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故即將於2010年成立一高科技的「現場實驗室(FIELD LAB)」，地點就在NFI現址旁。屆時，NFI將有足夠空間及設備可以進行犯罪現場的模擬還原實驗，甚至也會設立一模擬法庭，讓參訓人員或專家證人能事先接受模擬法庭的交互詰問訓練。

(6)NFI如何確保鑑定品質

NFI深知鑑定品質對於實現司法正義有著無比的重要性，故對於鑑定流程訂有嚴謹的SOP標準作業程序，除將所有員工的DNA建檔外，持續強化專業人員的教育訓練，並建立複審機制、申訴程序等，期能將發生錯誤的風險降至最低。而NFI自從1994年1月獲得認證後，荷蘭鑑定委員會(THE  DUTCH  ACCREDITATION COUNCIL )每年均會至NFI進行檢查，確保NFI的鑑定品質合乎國際標準。

(5) 其他行程

9月14日下午，我們一行人在我國駐荷蘭代表處朱秘書陪同下，前往代表處拜會劉融和代表，劉代表是資深外交官，並曾任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局長，嫻熟外交事務，甫見面即讓我們印象深刻，在其熱心的介紹下，我們對此外交單位有了大致的認識，緣於1980年代，我政府首先在海牙設立「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1990年改名為「駐荷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996年正式更名為「駐荷蘭台北代表處」。原址是在荷蘭首都海牙Javastraat街上，租用一商業辦公處所，隨著各部會人員增加，原辦公處所不敷使用，遂於2002年搬遷至海牙Van Stolkweg街之使館區內一棟三層樓房，做為代表處廳舍。該獨棟建築物係1886年所建造，歷經荷蘭多位貴族擁有，現已經海牙市政府認定為歷史古蹟。因此，我國代表處目前設址於其內，不同於使館區中一般民宅樓房，具有特別之意義。離去之前，劉代表尚撥冗充當臨時導遊，介紹使館內外及裝潢，的確充滿貴族氣息，惟均不如代表處門口所懸掛之鑲有青天白日國徽之銅製門銜來的令人感動，因為我國外交處境艱困，能在國外看見代表國家之國徽長久昂揚於異地，著實令人興奮又欣慰。

目前外交部於代表處設代表一人掌理全館業務，其中業務組3人，負責政務、學務、領務及急難救助等工作；新聞局設新聞組，派有組長及秘書各1人，負責我國文宣業務工作。經濟部設經濟組，派有組長及秘書各1人，負責經濟商務與貿易交流業務。僑委會派有僑務秘書1人，負責僑務活動業務。國防部設軍事協調聯繫組，派有組長1人，負責軍事協調聯繫工作。法務部調查局則派法務秘書1人，負責代表處使館安全保防、政風及荷蘭轄內司法對等單位之協調聯繫工作。

駐荷台北代表處設立主要目的係為建立起兩國良好邦誼、爭取平等對待認同及溝通管道之聯繫，並服務僑民及協助國人於荷蘭工作、求學、旅遊及各項業務交流，工作任重而道遠。外派人員離鄉背井派駐國外, 除須在陌生環境下，重新建立起個人工作管道，爭取業務績效外，尚需照顧隨任家人的各項生活所需，備極辛勞。本次參訪，有幸得與我國駐荷工作人員接觸交流，發現其等皆存有為國家外交，戮力貢獻之積極態度，實乃國家之福。

3、 心得與建議

(一)選送訪問學者部分

本參訪團的行程中，原未規劃荷蘭大學的參訪行程，因法務部為拓展與歐洲名校的交流，遂在本參訪團出發前幾天，臨時要求本參訪團追加荷蘭大學參訪行程。原本法務部希望本參訪團參訪的學校是荷蘭的烏特勒支大學法學院，但因為部裡提出參訪烏特勒支大學的要求時，距離參訪團出發時間已不到一星期，因此無法順利安排，經緊急聯繫荷蘭代表處協助，透過代表處的聯繫，本參訪團獲得萊登大學的許可，該校法學院願意接待本參訪團，因而才有本次之行程。
在本次正式參訪前，對於萊登大學的印象僅止於以前宜蘭縣所舉辦的國際名校划船賽，每一屆比賽萊登大學都會派員來台比賽，因為參賽的學校還有哈佛、耶魯、劍橋、牛津等台灣人比較熟知之國際名校，加上比賽名稱是國際名校划船比賽，所以就理所當然認為萊登大學是國際名校，除此之外，對於萊登大學的一切我毫無所悉。但在本次參訪前，不斷上網搜尋萊登大學相關資料及參訪時經由萊登大學法學院同仁的介紹後，才知道原來人口數跟台灣相近的荷蘭，在世界大學前60名排名內，便有烏特勒支大學及萊登大學，且萊登大學對於人文社會學科之研究、國際課程的安排等領域更有其獨特之處。本參訪團在萊登大學法學院的參訪行程後，有以下之心得與建議：
1.心得部分：

(1)歐盟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且是我國法律原先效法之地區，與我國法律制度有較多雷同之處，沿襲歐洲法制度對我國應較為容易。近10年，由於美國經濟、文化均仍處於世界超強的優勢地位，而且美國與我國長期不論是官方或民間的交流均十分密切，因此美國法律制度在這幾年藉由學者、立法的引進，對我國既有的法律制度帶來十分重大的影響。法務部由於身兼國家行政機關的法律顧問的角色，為能充分認知美國法律制度的良窳，使我國立法在引進美國制度前，能對於該制度充分、完整之認識，並藉此拓展我國檢察官的國際視野，近年來，每年均定期指派數名檢察官前往美國之名校進修，以研究我國欠缺或擬修訂之法律制度。
然而，隨著歐洲各國間統合腳步不斷加速，除了美國以外的另一個超級經濟體也逐漸成形，歐洲各國在人權保障、區域統合及法律的與時俱進上均有一定的水準及值得學習之處，加上我國法制度，尤其是刑事法制度原本便沿襲自歐陸法系，因此在刑事訴訟制度不斷更新的我國，沿襲歐洲各國刑事訴訟法的制度，應可將刑事訴訟制度變動之不適應降至最低。
(2)歐洲各國檢察官職權與我國較為相近，至歐洲取經，可提供我國刑事訴訟法修訂時，有別於美國觀點外之另外一項觀點。   在一片美國法律的引進風潮中，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美國各種法律似乎均是法治先進的表率、人權保障的典範。相對的，我國原先學習的之歐陸法制度似乎是過時的、不符合人權保障，而應摒棄的法體系。但事實上，無論是歐洲法系或係英美法系，其法規範的制訂都係為達到公平正義此一最高理想，且均有其制訂時之特有的時空背景，而該時空背景是否符合我國之情形，並非毫無疑問，因此片面沿襲單一國家的制度，對於我國既有法制度，在缺乏相對應的時空背景下，可能會產生法制度的水土不服之情形，亦即片面參考及沿襲單一國家的法制度，並非是理想之繼受法制度之方式，因此在繼受任一新法律制度或修正我國既有的法律制度時，多方參考及學習，應有必要，從而，在現今一遍仿美聲浪中，適度引進歐洲法系對於刑事訴訟法的最新法制度及見解，提供我國修法之參考，可避免我國片面沿襲單一國家法制度之困境。
(3)荷蘭是歐洲的商業、轉運中心，也是歐洲的門戶，並有國際刑事法院等眾多國際機構在荷蘭設立，至該國進修除可學習及獲得歐洲最新法資訊外，並可同時拓展我國檢察官之視野。荷蘭係歐洲之門戶，不論到歐洲主要國家之法國、德國或英國均十分便利，且交流密切，因此長期以來便是歐洲的貿易及轉運中心，其成功地將歷史和傳統文化與創新、現代化及國際化結合在一起，因此其在成功結合傳統與現代間頗有值得我國借鏡之地方，加上其與我國均係屬大陸法系之國家，且檢察官之職權相近，並且我國法務部與該國司法界人士業已建立良好友善之溝通管道及關係，因此赴該國學習，應可獲得最大之學習效益。
    最後，眾多國際司法機構，如國際刑事法院之設立地點均在荷蘭，因此派遣檢察官至該國學習，將可拓展我國檢察官之國際視野。
(4)萊登大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居荷蘭之領導地位
萊登大學自創校以來，便一直是荷蘭甚至是歐洲之名校，多位國際名人如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及諾貝爾得主均曾就讀於該校，而有鑑於我國選送檢察官赴國外進修，均只選送至英、美、日之學校，而未曾選送至與我國法系相近之歐洲大陸，因此為建立我國法務部與歐洲名校之交流，並瞭解歐洲法系的最新法律趨勢，選送檢察官至萊登大學進行訪問或研究，似乎是可行之路徑。
又英美法系的哈佛、耶魯、紐約等學校雖然是超級明星學校，但因為英美法系與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度有一定程度之落差，且對於檢察官之職權與我國原有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有相當之落差，因此法務部選派檢察官到英美名校進修，雖與司法院選送法官至英美名校進修碩士一樣可獲得英美最新之法學資訊，並將英美最新制度引進我國，但對於鞏固我國檢察官於刑事訴訟法上之地位及職權，學習、獲悉英、美國家之法制度僅能在刑事訴訟法修正之戰場上達到防禦之目的，卻無能進一步攻擊前進，然而獲得歐洲最新法制度將可使法務部在刑事訴訟法之修正戰場上取得進攻能力。
2.建議：
(1)強烈建議法務部可每年選派檢察官至萊登大學法學院進修法律碩士，除可獲得最新歐洲法律趨勢外，並可拓展我國檢察官之國際視野。
(2)建議可更改每年至先進國家之參訪模式，亦即現今之參訪模式均為由指派之檢察官至先進國家之相關機關進行拜會，受限於經費及拜會時間，參訪成員因參訪所能獲得之資訊均十分有限，若能將每年之參訪模式參考、依循泰國法官參訪團一樣，由法務部與歐美頂尖大學合作，商請合作之大學開設相關課程，並選派多名檢察官採部分自費之方式，讓檢察官可至該頂尖大學進修為期10天至2週或甚至更長之課程，將可讓參訪之實益達到最高。
(二)具體求刑準則部分

1.我國有關具體求刑之發展情形

因全國各地檢署及法院間，對於同一類型及相同犯罪情狀之案件，｢求刑｣及｢量刑｣之刑度過於紛歧，已嚴重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為免民眾指摘檢察官求刑缺乏標準，法務部乃於97年3月31日以法檢字第0970801104號函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轉知所屬地方法院檢察署，依事先分配且經各地檢署同意之犯罪類型研擬可行求刑標準。為充實本議題之學術質量及法實證基礎，法務部檢察司委託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進行｢具體量刑及求刑標準之研究｣，於97年10月完成。97年12月12日，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研擬成果報部。98年1月20日，行政院頒｢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設計畫｣中，明列｢建構合理訴訟制度，統一各地檢察署具體求刑基準，降低求刑及量刑刑度紛歧，增加人民對司法之信賴｣為法務革新之要項
。

2.我國當前刑事審判中量刑之問題

研究顯示
，法官對個案形成有罪心證之後，首先會以上網等方式查詢、確認同地方法院、上級法院之見解，看相同構成要件、情節約略相當之犯罪，他人判決之刑度落在如何之區間，接著調查與構成要件不重疊的法定量刑事由，依所見特殊之處，在內控之量刑刑度實際區間內決定刑度。在決定刑度時，尚須檢視是否符合知悉之法院加重減輕量刑慣行，亦要對檢察官之具體求刑及理由加以回應。接著，如果是數罪併罰案件，要面臨定應執行刑之問題，此時要參考該案全體在修法前可能被判決之刑度。如果是修法前可以構成連續犯之犯行，現今雖判以數罪實質競合，但實際刑度仍以修法前連續犯可能構成之刑度為重要參考，也可稍作調高(如附件2)。上開量刑慣行產生之問題如下：

(1)司法官量刑養成教育欠缺

犯罪論與刑罰論本為刑事實體法二大領域，惟我國長期以來的法學教育，重犯罪論而輕刑罰論之傾向十分明顯，司法官在大學能吸收之刑罰論理念十分有限，對於刑罰刑事政策亦非熟稔。司法官訓練所長達2年訓練期間內，亦未見量刑之訓練及刑事政策、量刑比較法之探討。受訪者普遍欠缺完整有系統之量刑訓練，無從臧否量刑實務，此亦種下量刑眾說紛紜、各行其是、各自傳承及無從檢視的種子。
(2)量刑形成歷程與刑事政策、犯罪學學理缺乏聯結

在「遵守內控刑度實際區間」之概念主宰量刑之下，「慣行」始為裁量內部限界之靈魂，備具理由之具體求刑及量刑只能側身配角。在內控區間範圍內的求刑與量刑，即使理由簡陋，援引例稿，仍有高支持度；在內控區間範圍外的求刑與量刑，即使引經據典，仍有不被支持之高度風險。此一氛圍之下，所有的刑罰刑事政策及犯罪學學理與量刑結果欠缺高度因果關係，自屬當然。在此一狹窄之內控區間內，所有刑罰刑事政策均無法妥適反應在量刑之上；新興之量刑刑事政策，因未及在內控刑度形成時躬逢其盛，亦難以實質左右任何量刑結果。即使刑法第57條修法明定以「罪責原則」為量刑基礎，似對原有量刑內控區間及「累犯加數月」、「同質前科再犯者參考原刑度再往上加｣等犯罪人量刑因素之量刑慣行有何漣漪；更遑論見到必要性原則、相當性原則、目的原則、再社會化原則及最後手段性原則等量刑刑事政策之明顯身影，亦無法辨識我國究屬犯罪控制模式、正當程序模式或修復式正義模式。審檢似乎只是共同形塑「大家都差不多」的量刑結果，以此宣示平等原則，相互換取刑度的正當性。

(3)量刑與多數民眾之法感相去過遠

量刑固有個案上因素之不同，但在量刑說理及架構未明確的情形下，經常難以契合民眾之法感情，引發爭議
。

(4)量刑並未正確實踐平等原則

司法官堅守內控區間及其他傳承慣行之理由，經常在於維持量刑之橫向公平。事實上，在司法官苦心經營之下，固然高度量刑歧異之判決不乏其例，但總體而言，量刑刑度只是被審檢共認為總體偏輕，的確未發生大量判決重大歧異之情形。美國此一高度精緻化、量化之基準尚不能避免法官六個月左右之量刑差距，我國法官量刑之刑度不能說存在重大歧異。

但深究此一平等原則之實踐方式，似仍有弔詭之處。司法官以逢機選擇判決類比手中個案為量刑，作為主要的內控機制，此舉不可能大規模抽樣及分析歸納，充其量只可說是低樣本數、低信心水準之方便取樣(convenient/ haphazard sampling)，有高度偏誤之可能
，其主觀認知之「內控區間」亦非穩定。宥於數篇無法全面了解之判決前例，在無從核對犯罪手段外犯罪之動機、目的、所生危險損害等量刑輕重事由是否相同之際，逕自追隨此一內控區間量刑，似有將不同事項作相同處理之高度風險，而有假性齊頭式平等之虞。
(5)具體求刑問題
多數個案檢察官忽略具體求刑，或只有就重大案件始為具體求刑；求刑時，亦競相參照法院內控之量刑刑度實際區間為之。考其原因在於，檢察體系習以起訴案件有罪與否為案件勝敗之唯一指標，就具體案件應受如何之量刑為當，恐較法官更加陌生而無自信，甚至有量刑為法官專屬職權，與檢察官無關之見解，因此對案件之求刑鮮少積極表示意見，等同喪失監督批判能力。
(6)量刑對於犯後態度、累犯、未遂犯之評價方式，有待斟酌

①犯後態度評價問題
研究所見，犯後態度之評價主要在以下二點：其一為坦承犯行與否，其二為和解是否達成。在坦承犯行部分，受訪個案似乎並未區分認罪之時機，只以在自己面前是否認罪為觀察。從而，有法官不管被告是否曾在檢察官面前矢口否認，只要在審判中認罪，既往不究；實則檢察官偵查時，被告是否在警詢時認罪，亦未被重視區分。此一主觀心態使對應之被告不願提前認罪，寧願先以否認觀望偵查訴追者之舉證及法庭形勢，反正態勢不妙時，最後認罪仍可邀得「犯後坦承犯行、深表悔悟」的評價。
於此不同者，比較法上，認罪越早越得享有刑度上之減讓。美國量刑指導法則之調整規則(Adjustments)定有承擔罪責(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之調整，規定如政府表示被告有在自己案件之偵查或起訴中協助當局又適時地告知當局有意願作認罪答辯者，從而使政府及法院能有效率地重新分配司法資源者，除原認罪減少犯罪級數2級之外，再減少1級；英國則有認罪之量刑減讓(Reduction in Sentence for a Guilty Plea)之規定，區分合理之第一認罪時機得減刑至1/3，審判庭期已定者得減刑至1/4，法院審判開始時始認罪僅得減刑至1/10，均於理可通，在勢可行，且應行之有效，可為參酌。
此外，將和解之是否達成附麗於犯後態度加以考量，為當前實務體現刑法第三元損害回復機制之權宜方式。此一方式固應展望立法解決
，但如果能先反應在一致的量刑基準之上，使其成為犯後態度上優先審酌要件，應能促使加害人積極尋求對被害人之損害回復，同時體現犯罪學上修復式正義之精神，而真正實踐「被害人之刑事政策」
。

②累犯加重問題
研究顯示實務上累犯加重之多數方式為：「加重二至四月有期徒刑」。惟其自何刑度開始加重尚有不同看法，有從自已原本將判刑度加者，有從法定最低度刑加者，有從同質同規模前科刑度加者，惟此種低幅度之加總方式，仍在不出內控之量刑刑度實際區間內進行，量刑之結果仍不生重大歧異，客觀上亦無從檢視分別。
③未遂減輕問題
未遂在刑事立法上為得減之規定，其與既遂犯在主觀犯意罪責評價應無甚差別，所不同者可能犯罪未生實害而已。然而在實務操作上，多數受訪個案對未遂犯不但一律必減，且係自必減之最低刑度(即原法定最低本刑2分之1)往上略加數月。分析此一操作，仍係維持實務量刑一貫之「貼近依法最低刑」慣行而來。在失敗未遂之場合，犯罪人竭盡心力促成犯罪實現而未果，可能是基於被害人之警覺防衛、或義助者、偵查機關的阻卻追躡，犯人之惡性從未稍減，實無從概以「量刑減半」相應之理。
④轉向處遇之適用範圍實際上無法擴展

轉向處遇為修法者冀望體現｢寬嚴併進刑事政策｣中「寬鬆刑事政策」之所在，惟個案檢察官在實踐上卻有高度限縮適用之狀況，首以自白認罪為前提，否則被告否認犯罪，等於無悔悟之表示，且被告表示無辜時亦應給予接觸法院之機會；其次限於無前科之初犯；蓋此無前科之素行方能讓檢察官相信犯罪行為人是「偶罹刑章」；第三限制為被害人之原諒，此為慮及不同意緩起訴被害人得以告訴人地位聲請再議之問題；餘則為所犯輕微、生活困難等之公益及量刑事由考量。檢察官並非仲裁者而為國家公益代理人，緩起訴在實際運作上仍只是國家參考被害人意見下與被告達成之雙方協議，被告與被害人間有任何不同意之表示，都將導致該處分之不穩定及上級檢察署之不支持，適用之情形並不理想，可能只在未肇事酒罪駕車等無被害者、法益輕微、高度認罪比率之犯罪類型有「寬鬆」之作用。
⑤量刑調查程序進行方式過於簡化，致評價輕重之心證失去自信

有關量刑調查證明程序及證明強度之問題，近期之二則最高法院判決見解(96年台上字第2357號
、96台上字第3622號
)，承認自由證明之立場，與受訪個案之量刑調查相互呼應。綜合此二則最高法院判決要旨，所揭示之原則如下：(一)法律上刑之加重、減免事由，因係刑罰權範圍擴張、減縮之事由，應予嚴格證明；(二)非屬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以經自由證明為已足； (三)刑法57條、59條事項，屬自由證明事項。(四)所謂自由證明，係指使用之證據，其證據能力或證據調查程序不受嚴格限制，與卷存證據相符即為適法。

上開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3622號判決，更揭明「…(原審)因認被告犯罪後坦承犯行，深具悔意，併認定被告係計程車司機，所辯因窘於經濟一節並無不實為由，資為酌減其刑及量刑標準之依據之一，經核與卷存證據並無不符，應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判決不載理由、理由矛盾之違法可言。」亦即，依要旨所摘情節觀之，只要被告釋明職業，載於卷內，即得倚之為量刑標準之依據。至於被告是否真的開計程車？是否真的窘於經濟？尚無須嚴格證明。甚至在程序上，也接受未經提示、未經對質詰問之供述證據及書證。

在學理上，犯罪事實及法律效果問題(Schul- und Rechtsfolgenfragen)理應適用嚴格證明程序來證明；而所謂「法律效果」，即為刑罰與保安處分。就事理而言，攸關國家刑罰權最終以何刑之種類及刑度施予被告之量刑事項，其重要性當不下於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在同一審判程序之中，似無部分解釋為得自由證明即可之空間，比較法上，先進國家中亦僅有日本實務見解明顯地採取，而尚在學界爭辯之中。難道攸關人身自由、財產權之刑之輕重，竟可有部分因素取決於不用提示二造、不用交互詰問或訊問之卷內資料？況且，退萬步言，縱係自由證明，仍要形成蓋然性之心證，一個可能由單方提出、未經提示對造，經陳述狀遞附卷內之「村里證明」、「戶口名簿」、「在職證明」等，又如何能形成「情堪憫恕、生活狀況不佳」等量刑事由存在之蓋然性心證？同樣地，在不利被告方面，以「毒品前科」推論犯罪人之犯罪動機，暗予加重刑度，同樣是暗以臆測滲入決定他人自由及財產權之判斷，前開判決揭示所謂「合於卷存證據」之作法，可能意在肯認當前之量刑調查方式；但此方式則連是否稱其「自由證明」之名，亦有可疑。

⑥量刑心證並未妥適公開

法官、檢察官援引例稿、照抄法條表示已審酌一切情狀之情形十分多見，實則只有在特殊提及的非例稿部分，始與量刑評價相關。而此一部分之記載，又經常十分簡化，少有忠實公開心證供人檢視之理念。分析此一心態，除了前述量刑調查證據方式不堪檢視，導致缺乏自信之外，分析可能亦與司法官為刑罰決定時之心理狀態有關。參考心理學家Hal R.Arkes & Kenneth R. Hammond所言，在心證的形成上，法律判斷者經常有簡化問題而倚靠直覺之傾向，此種探索偏見(heuristic biases)中形成的心證，卻是受合法性保護的
。依當前實務，檢察官、法官只要正確判斷同質犯罪之內控區間，即取得被對應法院、上級審法院支持之入場券，多寫量刑心證，只會造成量刑心證形成過程被額外檢視，此一過程又有諸多「不足為外人道」之處，反而提高不被支持之風險。

2.荷蘭北極星準則之啟示

此次參訪荷蘭之北極星準則，對於我國量刑所面對之困境，深覺各國之量刑困境相互共通，而荷蘭的北極星準則，則樹立了以檢察官求刑實踐客觀、透明、科學化量刑的典範。荷蘭踐行如此客觀、透明、科學會的求刑，經分析有以下值得借鏡參考之處：

(1) 正視傳統量刑的缺失，勇敢以求刑引導法院的量刑慣行：

臺灣量刑取決於法院，法院取決於內聚而難以明言之量刑慣行，檢察官復自棄求刑建議之職，而謂量刑是法院專屬權限云云，使刑罰系統常年麻痺，學者每以黑盒視之
，積弊已久。比較觀之，荷蘭之檢察官體系在刑度妥適性議題上，從不妄自菲薄，而是由偵查機關主導，從刑罰理論出發，導入資訊科技，完成具體求刑參考準則並推行全國檢察署，由檢察官經由具體個案適用帶入法院，以優勢之科學分析協助檢察官完成強有力之說理，再由法院檢驗其理則。其結果使法院深為折服，甚至複製出相類似的量刑規則供法院參考。客觀言之，荷蘭檢方顯然成功地以此求刑準則的「軟性實力」引導法院回歸透明、科學之量刑。荷蘭之具體求刑制度，可謂體現檢察官法治國守護人、公益代理人地位，與法院就量刑妥適性相互教正，同時宣示院檢的職能平等地位。
(2) 準則同時作為轉向處遇的標準及短期自由刑的門檻：

荷蘭之北極星準則係為服務檢察官行使職權為思考，並非僅為進入法院求刑而設，其「點數」之高低，同樣提供檢察官轉向處遇與否的參考依據，其道可謂一以貫之。

(3) 以透明化確保檢察官求刑之公信：北極星準則開誠佈公，不僅法院，包括國人乃至全球之人均能因網站下載得知其刑度產出理則，檢察官求刑從此成為一項可檢視的專業，所有對檢察官求刑上的質疑或揶揄，料將大幅戢止，檢察官公信的提升，必有正面效益。

(4) 以精緻而不造成負擔之方式協助檢察官完成求刑

刑度因素多端，有志建立求刑準則者常面臨的難題是：如果考量過多因素，會造成檢察官額外的負擔；如果只執其犖犖大者，又恐掛一漏萬，刑罰依然不適其罪。荷蘭北極星準則為此立下了解決之道─電腦計算。在電腦計算之下，所有重要的量刑因素均成了一個個待勾選的選項，而這些選項，在犯罪事實欄偵查完畢時即已全面掌握了，勾選完畢後，其他就交給電腦，檢察官要做的，只是檢查一下求刑的結果是不是合於法律理則。我國為資訊科技大國，資訊人才濟濟，如能有科際整合之視野，結合法律刑罰學及資訊人才，將刑罰論理則實踐於程式之中，協助檢察官完成妥適之求刑，其成果當不在荷蘭之下。

此外，國內對於檢察官具體求刑議題長期以來之以下疑問，在荷蘭北極星準則的實踐中，也看到了諸多釋明：

(1) 對求刑自我拘束、產生負擔之問題：嚴謹求刑的反面，代表檢察官不能再為任意的求刑。但此項檢察官「任意求刑」之權，是一項空的權利。檢察官並非量刑之決定者，對刑度的介入角度，不能單純「主張刑度」，而須置重點於「主張此刑度之理由」。任意求刑，只能導致法院以權利者之姿任意地載明「檢察官具體求刑O年，尚有過苛，附此敘明」相應，無實際意義，棄此權亦不可惜。況且，刑度標準只列出一般性刑度變項事項，以求就相同刑度變項求刑之一致性；對於特殊之個案刑度變項，本得個別考量，賦予效果，一併加總，並不生過度自我拘束求刑之問題，唯一拘束的，可能只是過去檢察官得不具理由任意求刑的權利。以荷蘭的檢察官求刑經驗觀之，逸脫北極星準則的求刑，雖然在理則上存在，但在實際上多半不為法院所重視。此結果與其理解為北極星準則對個別求刑造成排擠，不如視作個別檢察官多半很難提出更具說服力的求刑說理。

(2) 對法院是否能產生影響之問題：法院之量刑慣行在上下審級間相互牽制，似有難以撼動之勢；惟此項傳統，其實是在檢察官長期未參與對話之下自我形成，從未受到堅強理則、社會實徵之挑戰，如檢察官能結合刑事政策、立法意旨、法院自頒參考準則等，以通用之求刑準則具體求刑，法院應漸能從善如流。檢察官與其私下長期抱怨法院量刑不妥，不如反求諸己，不斷挺身精緻求刑。在荷蘭的經驗上，從1999年北極星準則出現，括檢察官及法官也都經歷了拒絕─理解到接受的過程，但事實上，世界上有具體求刑或量刑準則的國家如荷、美、英等國，雖仍不免有些零星報怨來自學界或實務，但從沒有任何國家再重拾「黑盒式量刑」的回頭路。

(3) 是否設定最低基本求刑之問題：就刑度應從法定刑中的哪一個位置起算？國內有主張中度刑者，有主張最低刑度往上加數月者。對照荷蘭北極星準則基本點數(Basic points)之設置，係對應該案型在理則上最輕的行為，由此出發往上累計或加權。本文同理認為：法定最低度刑原即為認定有罪，但情節最輕微者而設，如果審檢不能找出「行為人相對於最輕微犯罪者為高之惡性」，即應以最低度刑求刑及量刑。立法者已以設定法定刑下限之方式，設定了各罪之「犯罪基本級數」，實不需另設準據。

(4) 求刑因素是否均需調查之問題：荷蘭之北極星準則運作程式如同一張電腦問卷，檢察官應逐項回答，檢察官似難迴避電腦設定之問題。但如前所述，因北極星準則揀選的求刑因子，多為犯罪手段所生危害等與犯罪構成要件高度重疊之事項，只要偵查完備，應不難回答北極星準則程式之所有問題，其他的考量則賦予檢察官調整乃至拒絕適用準則的彈性。反觀我國刑度考量基於中華民國刑法第57條之思維，雖仍以罪責(多彰顯於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為中心，但乃應審酌動機、目的、犯後態度等事項。此等變項如要一併訂入準則，則似應同樣給予檢察官調查及勾選之彈性。
3.建立我國具體求刑準則之建議

(1)以求刑規範量刑之可行性及必要性：

①期待法院量刑自律，似無盡期：

刑度規則建立在院或檢，都有立法例可循
。法院系統自訂量刑規則，檢察體系本亦抱持樂觀其成之態度；惟此一規則等於要求法院量刑自律，法院之判決將受到一套自訂量刑基準之直接檢視監督，向與我國法院系統｢減輕法官審判負荷｣、｢法官審判不受干涉｣之大原則不符。自司法院刑事廳2005年3月宣示將制定竊盜罪量刑基準以來，只有智財案件出現寬鬆量刑參考要點(如附件3)，其餘全無任何進展。

縱然法院排除萬難，作出了大規模的量刑參考要點，但以其強度觀之，並無法產出一定之刑度指引，只是一種量刑之參考資料，而無任何實質拘束效果可言，只要院方堅詞已審酌一切情狀，檢察官仍無法引為監督使用。

法院目前主事者尚未能更進一步作出具體刑度參考，以司法院刑事廳主事者學術軌跡評估，如果真能克服萬難，也是以所謂｢眾數｣量刑法為中心思想，姑不論操作理則上的瑕疵，最重要的是，此法等於要求所有法院依照目前統計下的慣行量刑，仍屬因循法官自己都覺得有問題的量刑慣行
，還要反覆複製，其結果所有國家確立之刑事政策(數罪併罰、轉向處遇)都將難以具體落實。

但如果是將求刑基準建立在檢方，以求刑規範引導量刑，則等於是檢察官將規則涵攝個案情節求刑，法院就此一求刑結果之妥當性判斷，法官仍可在個案上保留所謂審判核心不受強制拘束的觀感。檢方以求刑之彈性，也可適度在求刑引入刑事政策思想，可謂互蒙其利。

②以求刑規範量刑，對檢察權行使之益處

A.精緻化、全面的求刑，將使社會確認檢察官為國家公益代理人、法院判決妥適性的監督者。檢察官不再只求案件｢罪名｣之是否判有罪，而進展到被告與告訴人實際關心的｢刑度｣問題，也就是在刑案上，從訴訟標的技術面關心，進展到訴之聲明的實質關心。同時，亦可使社會確認檢察官之司法官屬性(如在法院情緒性重判被告之場合，依基準亦有為被告利益上訴之可能)

B.求刑不但不必屈從部分法院不健全的量刑慣行，且對量刑產生具有刑事政策高度的引導與監督作用(如法院量刑上經常忽略的罪責原則、寬嚴併進刑事政策、以及法院慣行下之累犯固定加2個月、未遂固定先砍一半刑度、及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參考連續犯以前的量刑結果等亂象)。

C.使認罪協商、緩起訴(或其他轉向處遇)找到基準點，避免爭議(把原求刑刑度稍減數月和被告談認罪協商，使認罪協商制度脫離｢單純配合院方政策、還要配合該庭量刑慣行｣的陰影)，有關附條件緩起訴之處分金判斷，亦可依參考刑期折算參考。

D.使量刑上訴之判斷找到基準點(正負差若干百分比以上者上訴)。

E.使偵查產生合情合理的談判籌碼(檢察官依法務部建議的參考基準與被告談判認罪與否及勸諭與檢警合作，因勢利導，即無所謂以刑度恐嚇要脅被告之問題)

F.引導被告及律師注重量刑舉證及量刑爭點之攻防，與檢察官共同提供法院更健全之量刑資訊，補救量刑審理之空洞化。

G.檢察官工作繁重，無法負荷：偵查中之求刑固有宣示社會、增加公訴籌碼之作用，但偵查檢察官工作繁重為普遍現象，似不宜強求起訴時件件求刑。另一方面，公訴在偵查基礎上，進入法庭本有約九成之勝訴率，似有進一步精益求精，以具體求刑彰顯國家公益代表人特質的空間。在推動初期，為扭轉部分檢察官自外於量刑判斷之舊習，推動上宜鼓勵參考不宜強制接受，管考上宜賞不宜罰。

檢察官以獨立官署之名，認法務部訂立之規則干涉檢察權行使：司法行政及刑事政策本為法務部所主導，在｢參考｣之前提下，本得通案建議檢察官之具體求刑作為，多年來法務部就特定案型發函請檢察官從重求刑，其理亦本乎此
。

H.部分律師團體主張檢察官不宜於起訴求刑，或根本認為檢察官不應求刑：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3項明定當事人就科刑範圍有表示意見之機會，求刑本為檢察官及被告、律師之權責，只是辯方長期自棄而已。辯方所慮可能在於害怕檢察官在個案以求刑脅迫被告認罪。此一疑慮之緣由在於檢察官是在規則不明中求刑，使辯方感覺無從辯護，而有受脅迫之感。事實上，求刑理由多元，非僅認罪與否一端而己，檢察官制訂求刑參考基準，將使辯方知悉檢察官求刑之邏輯、理由，自能摒除在野法曹不必要之聯想，重新考量被告狀況，積極促進訴訟，發現真實
。此外，在建立規則之下，起訴中縱有求刑，代表的是｢偵查終結時｣對於刑度之理性評估，既不禁止公訴求刑時考量審判中之發現而調整，即屬合理之舉。

(2)後續作為構想

量刑議題包括數罪如何併罰之議題，及各罪本身如何評價的議題。其中｢各罪｣本身如何評價的議題，不止要在評價的理則架構上取得共識，又牽涉複雜之量刑變項及實證，並非一蹴可幾；數罪如何併罰之議題，相對下則有短期達成基準的條件。爰分列短期目標及長期目標如下：

①短期目標─數罪併罰之具體求刑

Ａ.可行性評估：數罪併罰中執行刑之遞減，是刑罰論的主流思考。荷蘭北極星準則就數罪併罰之刑度遞滅，以加總後之總點數作基礎，從181點至540點，折算為原點數50%，超過540點者折算為原點數25%，其計算邏輯十分清楚簡明。我國數罪併罰應如何量刑，在連續犯廢除前後亦多有討論。其中最高法院與台灣刑事法學會曾於94年6月28日在最高法院4樓會議室舉辦｢刑法修正後之適用問題｣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法律系黃榮堅教授以｢數罪併罰量刑模式構想｣為題發表論文，文中黃教授結合量刑學理參考法實證所得，提出數罪併罰之量刑公式，獲得高度肯定，且收錄於最高法院學術論文選輯之內，與上開荷蘭數罪併罰求刑架構法理相通，且更為精緻而符合本土。數罪併罰為所有犯罪求刑量刑均會遭遇的問題，目前數罪併罰之量刑及更定應執行刑亂象叢生
，並無理則規範。黃教授之上開論文於理可通(兼顧學理及本土法實證)，在勢可行(此文入選最高法院選輯且專案報告，如果依此求刑，法院之量刑除非有更高度法理，否則無不採之理；再加上可以簡單程式寫出，好寫好用，檢察官較無抗拒使用可能)，事實上已為少數檢察官採行於公訴之中，並無窒礙之處。如能全面與檢察官之具體求刑結合，將直接對現行法院數罪併罰量刑亂象產生決定性的導正作用，初步評估深具可行，且可在短期內達成。建議可召開公聽會，請黃教授、國內其他重要刑法學者、司法院、高檢署、各地檢署檢察官及律師公會與會，討論檢察官是否宜在求刑涉及數罪併罰時，由檢察官依｢數罪併罰量刑模式構想｣一文具體求刑。並討論依此上訴、聲請定應執行刑之可能性。如獲共識，則寫出運作程式，發函各檢察署併附程式，將上開數罪併罰量刑模式設作法務部試行參考基準，鼓勵檢察官全面於起訴求刑、審理求刑、量刑不當上訴及聲請定應執行刑時使用。

長期目標：

可行性評估：研究發現，在檢察一體的法務體系下，訂定標準，協助檢察官進行合乎公平原則的具體求刑，具有可行性
，且在技術上，荷蘭已發展多年，日漸成熟，證實大陸法系國家，在資訊程式輔助之下，確能完成精緻堅實的具體求刑，秀異之處已如上述。恰法務部應美方建議，交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著手研議求刑因子及架構，結合資訊處之力量，作成測試程式，已初具規模，令人期待。長期而言，如能就智慧財產部分先為試行，再逐步依同一理則推行至其他重要案型，我國求刑準則之全面建立，應可樂觀期待。在適用上，建議以公訴檢察官具體求刑為主，至偵查檢察官亦可在需要求刑時參考使用。具體求刑準則建議定性為參考價值，但為鼓勵檢察官同仁使用，亦可考慮將依參考基準具體求刑列作辦案成績加分事由等方式進行。

荷蘭設立求刑準則的經驗告訴我們，求刑、量刑之進化需要時間的蘊釀，但的確是正確的道路。願荷蘭北極星準則確如其名，為國內求刑及量刑之長夜，指引正確方向。

 (三)荷蘭刑事鑑識會館部分

簡報結束後，我們一行人在Jan Keijzer先生帶領下進入NFI內部參觀，偌大的建物內，區分成許多工作及辦公空間，各自兩兩相對，讓鑑識人員可以靈活地穿梭其間，這樣的安排，節省了工作人員在進行鑑識與製作文書報告兩項工作時，可能耗費的移動時間與體力，頗值得效法。又值得一提者，nfi工作區幾乎都是位在外圍，陽光透過玻璃流入，將工作區照得通室明亮，省去不少使用人工照明的機會，頗符合近年來「綠建築」的節能減碳概念。另因為NFI周遭甚為空曠，自工作區由內往外俯視令人心曠神怡，足以大大提昇工作效率，亦值得借鏡。我們一行人徐步參觀，對荷蘭刑事鑑識人員能夠在這樣舒適簡潔的空間內上班，心中欣羨不己，思忖難怪他們能夠專心並樂在工作，創造出享譽國際的名聲。且承上介紹，nfi一年預算高達7千萬歐元，換算成新台幣值就有30餘億，對照我國刑事鑑識會館1年的預算僅有1億多元而言，我國刑事鑑識會館人員在工作上所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實則，要妥適實現刑事司法正義，加強並深化刑事鑑識實力是一條必行之路，且必需加速推動。吾人認為近年來推動的司法改革，關注的面向過於傾向刑事審判，對於甚為重要的刑事鑑識層面著墨甚少，攻錯他山之石，似值反省。
附錄一、參訪日誌與照片

98年9月14日（星期一）

今天的行程是到萊登（Leiden）拜訪萊登大學法學院的主管。萊登大學是荷蘭最早的大學，自1575年即享譽國際，由9個學院組成，人文、醫學及自然科學都有很高的評價，校友中不乏有諾貝爾獎得主，愛因斯坦也曾在此大學任教（牆上有合成照片），與西特爾共同研究「宇宙膨脹說」。

萊登城幾乎每個人都會說英語，是相當友善的城市。我們盛裝的搭火車到萊登，和駐荷代表處的朱天美祕書約在法學院前，本想走路或搭公車，由於不知車站與會合地點的遠近，走路怕有點遠（後來證明還真有一段距離），公車（這裡的公車很特別，乘客在火車站旁等，有一個大型看板會顯示即將開的公車在哪個站牌上車）又不知何時會來，剛好一部計程車停下，詢問地點和價錢7.5歐元後，搭了這部賓士休旅計程車抵達。12點30分就到門口，我們在附近閒逛、拍照，大學城區都是別墅型的建築、到處楊柳垂蔭、拱橋林立，真的很棒的學府，容易讓人興起來歐洲留學的念頭。

陸續和翻譯王立陽（阿姆斯特丹大學心理系）、朱祕書和Anna（她是萊登大學的漢學碩士、曾在台灣師範大學交換學生，中文講得非好，還會捲舌，聽、說、讀、寫都沒有問題，目前是代表處的僱員）會合後，和萊登大學國際教育處的主任Ｍs Els Lemaire,MA碰面，她是相當開朗的四、五十歲女性。我們在該大學的餐廳座談，簡單點了飲料便進入主題。

※(照片不登入)
對於外國學生，萊登大學提供碩士、博士課程，前者主要以英語教學，後者以荷語為主，近年也逐漸以英語教學。就法律系而言交流方式有：法學碩士（LLM）Advanced course、training course（在海牙，詳後述）、訪問學者。LLM沒有其他管道，都由各學院各自聯繫，依照現有的研究領域，教授從寄來的Proposal去挑選學生，申請人可依學院、教授研究領域寄proposal供甄選。多元的獎學金供學生申請，但需在每年的12月1日前提出。如果不管獎學金，則於每年的4月1日前申請即可。學校課程都是付費上課，沒有什麼減免的優惠。LLM對學生的要求，要7分，或開學前進修語言班，也要6分。學費約13,750歐元，另外生活費也要1萬歐元，後者在簽證時必須提出存款證明，VISA才會下來。繳了學費可以聽任何課程。這次參訪特別提到萊登大學在海牙設立的教育訓練課程中心，最近他們才幫泰國法官量身打造設計了二週十天密集的programm，有演講、參訪。Els特別請來海牙中心的人，當場增加星期四早上到該中心去參訪的行程。學生住宿方面，萊登大學大多可以代為安排在萊登校區附近，但若屬海牙training course，則以住飯店為主。此行最主要是交換資訊，Els很熱情幫我們導引參觀萊登大學圖書館，那是三棟三角形排列的建築，中間的空地搭建而成，採光好，很有綠建築的感覺。

萊登大學很有特色的天井造景，法律人掌司法之劍，法學素養之培養應與權柄等重才是。※(照片不登入)
接著Els另一名同事帶我們參訪教職員工作地點，那是由監獄改造而成，大多維持監獄的樣子，厚重巨門、小窗，囚犯塗鴉等，連刑求場都還保留著，雖沒有不寒而慄的感覺，但隱約可感覺受刑人無望的心情。此行也看到lady of justice正義女神，聳立在該建築物的屋頂。

※(照片不登入)
接著我們到萊登大學紀念品販賣部去採購，就算沒唸到這所大學，買些紀念品也是安慰一下。

晚上和劉代表晚宴，所以由朱祕書載我們去，一到停車場，她就大叫，因為停車時數不夠，被開了一張52歐元的罰單。到海牙代表處與劉代表寒喧後，對他們費心安排萊登大學參訪致謝（聽說都是Anna安排，因為是萊登大學畢業，總是比較好說話）。他帶我們參觀代表處，那是一棟距今已123年（1886年建造）的三層樓精緻豪宅，入口處可看到雕樑畫棟，一樓地面及牆壁全都以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代表處的台灣工作人員有11人（有調查局、經濟、新聞處等，都祕書編制），荷蘭人5人（以夷制夷）。晚上吃中國料理，是香港人開的，滿好吃的，聽說被評為歐洲最好吃的中國餐廳之一。劉代表也是法律系出身，言談間展現靈活外交身段，令人印象深刻。

※(照片不登入)
回到飯店，和彥良談到高檢智財案件的求刑準則，都有些期許與沮喪，期許是可以努力來嘗試改變檢察官和法官的求刑、量刑習慣，沮喪的是困難重重及長官們支不支持，上面不支持或給予奧援，這麼龐大的計畫是做不起來的。看了彥良的DEMO，覺得利用電腦的系統可以縮短計算的時間，建議明天帶到荷蘭檢察總署和他們比較看看。

98年9月15日（星期二）

今天是來荷蘭行程中最吃緊的一天，10時30分拜訪最高檢察總署，議題設定是荷蘭的北極星求刑準則、審前羈押等。上午Perry安排最高檢察總署設計北極星求刑表的原創人之一幫我們介紹這個制度。

※(照片不登入)
這個求刑準則立基於法官在相似案件而有不同的量刑內容，無法讓人接受。此準則的名詞在1995年出現，正式啟用在1999年，剛開始檢察官都不願意用，尤其是以電腦輔助（基於速度及節省一大堆書面印刷
），認為何以求刑要受制於機器，但決定施行時，限定檢察官拒絕執行要有理由，否則案件會轉給其他檢察官，電腦也會就案件移轉件數列入計算。

除了這些措施之外，演講者認為要讓使用的人覺得有意義，DSS是另一個支持北極星準則成功的原因，用電腦配合，讓使用者能在2-3分鐘內完成。影響量刑因素的收集由檢察官、助理檢察官、律師參與，分析判決等資料，最好還要有影響力的法官參與。

有120個基礎犯罪，開始時影響求刑因素約44個，現在則有60個，當然不同的犯罪有不同量刑因素，越嚴重的罪有越多的因素（偷車比偷腳踏車點數還要多），每一個因素有他的點數，也會有些因素不是以數的方式計算，而是以加重（減輕）一定百分比方式計算總點數。例如公務員犯傷害罪，則須直接加百分之五十。最後再依總點數，決定量刑的種類和刑度，可能是罰金、勞動服務，也可能是入監服刑，刑度亦應情點數不同而有輕重。超過30點就要起訴，低於30點則可用settlement（有點像緩起訴）轉向，前面兩種在起訴時，檢察官可以決定，但入監服刑則須由法官決定。犯罪如果適用這個求刑準則，一定要用，否則有案件移轉的問題。平均而言，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案件不能適用，例如重大犯罪，殺人、性侵害再殺人。點數計算結果，檢察官若不能接受，而有不同的求刑，但因guideline已經公布（在網路上可搜尋），法官、律師都知道，會質疑檢察官為何不依準則求刑，在此情形下，法官不會理會檢察官「自行」決定的求刑準則。

一審法官量刑：若檢察官依該準則求刑，法官會接受，若檢察官不按準則求刑，法官通常不予理會，雖然法官也制定了量刑準則，但因沒公布，就算未遵守，也沒人知道，他們認為量刑範圍，法官的決定是自由的。量刑因素的證明在荷蘭是要達到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例如共犯為加重因素，因此檢察官要證明到有共犯參與程度，才能此一等級計算，若無法證明就退一級。

荷蘭北極星準則的因素，和我國第57條內容不同，例如動機，在荷蘭就不是加重條件，照他們的說法，查完起訴事實，瞭解案情就可以填載，似與構成要件相關才是求刑準則的因素。用此系統的目的在於判決的一致性，起訴時檢察官已求刑，審判時，被告或辯護人會質疑求刑因素根據的事實是否存在，法官會調查以證明刑度的加減事實是否屬實。

保加利亞也有求刑表，但與荷蘭不同。

報告人建議：(1)求刑準則還是多給檢察官一點自由。(2)建議從某一法院開始試行，不要一開始就全國施行。(3)要有求刑準則。

英國犯罪承認態度，最後是總量遞滅。

貪瀆案件有專門機關處理，定罪率不高，被判無罪，不會有任何懲處，但要寫報告給最高檢察總署。

※(照片不登入)
98年9月16日（星期三）

參訪安恒法院

一、Perry先做簡報

此次安排參訪荷蘭安恆法院，位於荷蘭東部，相當靠德國邊境，安恆市內的John Frostbrug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著名的「市場花園作戰」地點，是史上最大規模空降作戰；1977年電影「奪橋遺恨」就在敘述這段戰役，很難想像曾經有上萬人為了這座橋而犧牲生命，而安恆法院就位在這座橋的旁邊。
荷蘭法院安全檢查非常嚴格（好像所有的公務機關都有嚴格的安檢系統），每個人都需換證，隨身物品須經安全門檢驗。

※(照片不登入)
二、參訪安恒法院

Perry帶我們參訪法院開庭狀況，在法庭配置方面：法官位於中間，面對被告或其他應訊的人，法官右側即是檢察官，二者平行但有一小縫隙。左側則是書記官，以電腦紀錄法庭活動，據Perry說書記官記載筆錄的速度可以跟上講話速度。辯護人與被告同側，面對法官，法庭電腦螢幕的架設只有法官、書記官、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並無螢幕。書記官和法官對筆錄有不同意見，很嚴重的事，幾乎不會發生。檢察官不必在筆錄上簽名，只有被告、書記官和法官才要簽名，不必當場簽。

※(照片不登入)
無論是法官、檢察官或律師，法袍都是黑色，中間有白色領巾。荷蘭的法官及檢察官有2-3位助理，負責幫法官整理資料、寫判決，檢察官和法官在荷蘭都不必寫判決。

※(照片不登入)

對Perry提出參觀拘留室請求，也獲善意回應，他向法警室打個招呼後便帶領我們到地下室參觀。拘留室一人一間，目的在避免串供，裡面空空如也，上廁所要按電鈴由法警帶到公用廁所，廁所內沒有鎖（避免反鎖），以利戒護，門上有玻璃可從外到內部情形。

98年9月17日（星期四）

一、萊登中心

和中心的負責人Dr. Stain接洽。萊登大學有三種課程：1.advance course、2.training course 3.訪問學者。今天訪問的重心在於training course基本這個課程為客戶量身定。參訪機關可以依委託者要求安排，由他們安排。該中心有各種教室，人數亦可由委託者計畫，沒有最少人數設限的問題（30～40、42～45）。

※(照片不登入)

中心可以與委託單位簽立MOU。以2009年3月泰國法官委託課程來看，2個星期安排了國際法等學術課程，參訪國際刑事法院、也與院長進行座談，每人費用為含稅3,450歐元、這筆費用包括中心的師資、講義、行政費用外，還內含食宿、參訪交通（但不含往返荷蘭的機票）。翻譯自行準備，中心不負責，故學員的資格及語言能力、年齡（泰國法官由30歲到65歲都有），由委託人自行決定。價格還是依人數來計算，結業後有頒證書，結業典禮，證書有助於申請萊登大學。

※(照片不登入)

二、ＮＦＩ

是司法部下的獨立機關，不隸屬法院或檢察署。該中心格言：Speed of investigation is not realistic。從1945開始即受理屍體及病理檢驗，慢慢擴大規模，1999年正式成立NFI。ＮＦＩ2008年的預算6,400萬歐元，2011元預計是7千萬歐元，有8 個部門，員工有500人，2008受理4萬件。

※(照片不登入)
此段行程由Mr Kees Möhring, director of the NFI; Mr. Perry C. Quak, solicitor-general, programme manager NFI Academy; Mr. Jan Keijzer, senior project manager; Mrs. Doris Eerhart, international forensic advisor及 Mr. Wim van Geloven, business manager NFI Academy共同接待

受理鑑定來源：1.法官、檢察官委託、2.警察委託、3.NF的負責人同意案件，後者要付費。NFI也受理外國委託，正式委託途徑還是透過外交部、司法部到NFI，很少直接與NFI接洽，因為荷蘭不准他的公務員為外國做事，導致他國的被告被判死刑，所以透過層層的官方管制以便過濾有無此種情形。

※(照片不登入)
ＮＦＩ業務百分七十是受理案件鑑定，百分十五從事研究、發展、受訓（ＤＮＡ技術從早期的須採一堆檢體到現在只須６個細胞即可）另外百分之十五則從事對外教育工作，教導警察、法官、檢察官及大眾關於法醫學知識。

強調司法程序的參與人都有分工：即警察蒐證、NFI鑑定EXAMINE、檢察官PRESENT、法官決定。

NFI對鑑定過程有一定標準的SOP，報告可以提出的時間依鑑定內容不同而異，一般DNA是42天。NFI也幫助東歐、非洲國家建立ISO 17025的流程，希望能整合國際的流程，達到國際合作及整合的目的。

受理受檢物品，有嚴格溫度制。NFI處理多件國際爆炸事件，為了更貼近實證，以兔子屍體風乾實驗、繩索實驗等，都務必讓鑑定人員深入瞭解實際狀況。
※(照片不登入)

NFI對所有員工的DNA都建檔，以便排除可能造成鑑定錯誤的因素。NFI也有電腦等科技產物的鑑定，例如還原被刪除的檔案，若破解被告的犯罪科技，NFI會教育警察以便即時破獲相類似案件。

監視器翻拍照片，可以提出給法官，但要公開，同時提給被告及辯護人，否則即屬MISCONDUCT。廣設監視器十年來在荷蘭也引起激烈論證，用在證明犯罪，可以；但要透明，其他用途則不行。
附錄二：參訪取得文件

1、 行程總規劃表

2、 萊登大學法學院進修簡介

3、 國際刑法訓練課程表(為泰國司法官開課)

4、 國際刑法訓練課程備忘錄

5、 訓練認證書

6、 荷蘭北極星準則簡報

7、 荷蘭刑事訴訟制度簡報

8、 NFI簡報及機關簡介
電腦





電腦





受訊問席(被告席)				





律師席





旁聽席








� 依照事前分工及事後責任分配，參訪總日誌由余主任檢察官麗貞主筆，荷蘭萊登大學訪問為殷玉龍檢察官主筆，北極星準則由林彥良檢察官主筆，荷蘭刑事訴訟制度由余主任檢察官麗貞及林彥良檢察官主筆，刑事鑑識會館及駐荷代表處參訪部分由趙燕利檢察官主筆。文末心得與建議由各主筆者提出，經團員溝通討論後，由林彥良檢察官彙整。


�主講人提及， Judicial guideline General認為量刑應有較嚴的規範且不能予司法者過多的裁量空間，因此鼓勵歐陸各國發展自己的量刑規範。


� Mrs. Ingrid Berben(solicitor-general, coordinator legislation)提及，法院版的量刑準則並未對外公布，對法官之影響不得而知。


� Perry先生於此補充，荷蘭制度中，檢察相對有司法決定權，其資料顯示的情形是，1年有27萬餘件刑案(與主講人所言不同)，只有14萬左右之案件由檢察官實際起訴，其他的都由檢察官參考北極星準則自為決定處罰(Perry將之譯作transaction/ settlement)，此一決定並拘束警察，警察可依檢察官之授權在北極星準則規定之一定輕罪範圍內，以準則決定處罰。在進入法院的案件部分，經過數年的實務運作，法院也普遍接受北極星準則運算的求刑。就荷蘭而言，這是效率上的考量。北極星準則軟體開放於官方網站，如此將量刑透明化，一方面宣示某特定犯罪將可預期有何種刑罰；另一方面，也讓人民信任相同的行為將有相同的懲罰，沒有不公平或黑箱作業的疑慮。


� Perry先生於此補充，在荷蘭的經驗上，說服檢方使用之餘，說服法官接受也曾遭受挑戰。如臺灣檢方要發展自已的求刑準則，其會建議可將幾位具影響力的法官加入團隊。


� Perry 於此補充舉例，北極星準則只就傷害罪為一般之規定，如果被告是長期受告訴人之挑唆而傷害告訴人，可逸脫北極星之規定而適用。


� 如是否應另行適用少年程序等。


� � HYPERLINK "http://www.om.nl/organisatie/beleidsregels/virtuele_map/downloaden_bos/" \t "_blank" �http://www.om.nl/organisatie/beleidsregels/virtuele_map/downloaden_bos/� 可下載程式(荷文版)。舉例而言，在一個腳踏車竊盜的例子，電腦會依序詢問：「有幾台腳踏車被偷」、「是否有共犯，共犯人數」、「臨時起意或預謀」、「是否造成(額外)損害」等。在一個傷害案中，電腦的問題則為「傷勢」、「使用武器與否及種類」等。其他因子包括「被告與被害人平日關係」、「被害人是否為公務員」、「是否受挑唆」等等。


� 起算點是依據發展計畫所蒐集的裁量樣本，分析出最該案型最簡單、純粹案件應有之點數，以此為出發點。舉例而言，酒醉駕車之起算點為10點，傷害12點、侵入住宅60點，酒醉駕車10點。


� 在北極星準則中有120種犯罪之基本點數(Basic points)。


�在北極星準則中有44個刑度決定因子(Judgement factors)，後增至60個，以供基本點數之加重或減輕。


�在數罪運算上，被告有多數犯罪時，北極星準則計算之實際求刑刑度亦會隨之等比遞減。依北極星準則之運作，刑度點數(Penalty points)加總180點以下者，依點數100%計點；第181至540點者，依50%計點；大於541點以上者，依25%計點，由此產生總懲罰點數(總求刑)(Sanction points)。按歐陸國家的刑罰觀，避免在數罪時刑罰因量變產生質變，在罪數很多時，有高度減讓，參柯耀程(2001)，變動中的刑法思想，嘉義：作者自版，臺北：元照總經銷，第403頁至第420頁。並參林彥良(2008)，量刑刑事政策及量刑歷程之研究─以竊盜罪為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第200頁。


� 例如在傷害案隨機選擇被害人，加權25%，受被害人挑唆而傷害，減輕點數25%，共同犯罪者加權25%，酒駕是駕駛大卡車或公車者加權25%。


� 點數可換算不同的刑罰種類及刑度。舉例而言，1點可換算為拘禁1日，或25歐元之罰金，或勞役2小時。


� GPS於此並非全球定位系統的略語，是荷語檢察登錄系統的略語。荷蘭近期致力經由電腦化方式建立無紙化之辦公環境，重要之刑事訴訟資訊均整合於GPS刑事登錄系統之內。


� 但依荷蘭法律之規定，重要司法文書仍要列印出來蓋官印才有效力。據Mr. John Remmerswaal表示，荷方為發展GPS系統，可能修改相關法律。


� 團長余麗貞主任檢察官及團員趙燕利檢察官於此提出疑問，在此前提之下，是否有檢察官會以故意多查或少查因子，從而影響北極星準則對個案之公平性？主講人回應，每一種制度都有人為濫用之可能，但至少這是透明的，檢察官的上級及法官都熟知北極星準則之運作，如果有濫用之情形，將會遭到上級或法官的質疑，這也是透明的好處。


� EURO JUSTICE state—Netherlands http://www.eurojustice.org/member_states/netherlands/country_report/


� 主講人表示係依據2007年之數據。


� 在庭審前的調查中由檢察官決定之。


� 但是不可剥奪被告下列卷證資料的獲悉權利：


A.刑蘭刑事訴訟法第30條規定：被告的訊問筆錄、B.被告或其辯護人所出席的調查詢問筆錄和進行調查紀錄、C.己向被告全部宣讀的訊問筆錄。


� 檢察官階段的羈押，最長有100天的時間。


� Perry先生補充，這是歐陸的通用法庭模式，據其所知，奧地利等國於此完全相同；德國檢察官席亦坐於法官席同排右側，只是角度上調整外折以利面對被告。


� 對照我國未來擬在偵查庭增設被告及辯護人的電腦螢幕，雖檢察體系內部贊成與反對意見，有出於偵查不公開及被告人權保障之爭，無論如何，彰顯我國在此方面已『超越』司法先進國家。


� 行政院98年1月20日院臺經字第0980081013號函。


�相關社會科學質性研究，參林彥良(2008)，量刑刑事政策及量刑歷程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第195頁。


�如新聞曾有｢一罪一罰判336年，僅需執行5年｣，楊政郡(自由時報)。報導日期：2007年10月30日。


� 參鄭瑞隆(2007)，抽樣，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嘉義：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第89頁。


� 相關之改革芻議，參鄭昆山(2000)，我國起訴裁量與刑法損害回復法制改革之研究，東吳大學實習法庭「刑事法系列研討會(一)：如何建立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刑事訴訟制度」，台北：學林，第182頁至第240頁。


�我國在規劃上開「寬嚴併進刑事政策」之同時，亦宣示對於被害人保護之重視，將被告害人保護政策收納為此次修法之第二主軸，宣示在刑事政策之擬定上，對被害人的損害是否平復、被害感情是否得到平撫，均予重視。參蔡碧玉(2005)，臺灣刑事法學會編，2005年新刑法修正綜覽，刑法總則修正重點之理論與實務，第17頁至第25頁，臺北：元照。


�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357號判決要旨：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包括犯人犯罪後，因悔悟而力謀恢復原狀或賠償被害人損害等情形在內，雖為單純科刑應行審酌之情狀，非屬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以經自由證明為已足；然所謂自由證明，係指使用之證據，其證據能力或調據調查程序不受嚴格限制而已，其關於此項科刑審酌之裁量事項之認定，仍應與卷存證據相符，方為適法。


�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622號判決要旨：法律上刑之加重、減免事由，如累犯加重、自首減輕，乃刑罰權範圍擴張、減縮之事由，攸關構成刑罰權成立基礎之事實，固應予以嚴格證明；至於刑罰量定之事實(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尤其如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犯罪後之態度等，乃單純情狀之事實，與裁判上刑之減輕事由(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因均非屬犯罪構成要件之要素，則屬自由證明之事項，其使用之證據，不以具備證據能力或經合法調查為必要，只須與存在於訴訟案卷內之證據相符為已足。


� Hal R.Arkes & Kenneth R. Hammond(1986), Jud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v.211, at 219.


�王兆鵬、林定香、楊文山(2003)，揭開法官量刑心證的黑盒子─司法統計實證研究，臺北：臺北律師公會。


� 美國、英國為法院系統規範量刑基準。荷蘭求刑之依據為檢察總署發行之「檢察官求刑準則」(Frame for prosecutorial sentencing guidelines)架構為基礎，法院雖不受直接拘束，然而據統計，實務上卻有高達80%的判決是根據檢察官的求刑而量刑。相關之介紹參郭豫珍(2008)，荷蘭檢察總署求刑準則之運作與發展，法務通訊第2377期，第3版至第6版。對荷蘭之運作情形，團員林彥良檢察官曾以電子郵件求教於熟識之荷蘭上訴法院副檢察長(Solicitor General, Court of Appeals, Arnhem, Netherlands) Perry C. Quak，其於2008年3月26日之回信中亦提及：1.此為檢方發展之求刑基準，已經發展至求刑電腦化，惟法官理論上不受拘束。2.但因檢方發布此一量刑指導法則之關係，產生了類似外部效力，在絕大多數檢察官應用之情形下，絕大多數的法官均配合運作。3.尚值一提者，荷蘭量刑指導法則非法律性質，審檢均有不配合運作之權，但個別檢察官如要偏離準則，則應敘明理由；法官對依準則之求刑不採者亦同。4.檢察官求刑為歐陸諸國之常態，德國亦有限定最低刑度之求刑(minimum-sentences)。


� 審檢過半同認當前量刑實務總體而言過輕。參具體量刑及求刑標準之研究成果報告，第281頁。


� 相同之見解及建議，參具體量刑及求刑標準之研究成果報告，第336頁。


�｢與偵查機關合作｣本即為各國量刑減讓要件，並無不妥之處。


� 相關報導如附件4。


� 參具體量刑及求刑標準之研究成果報告，第307頁、336頁。


� 日誌為本團團長余主任檢察官麗貞逐日記載，除記述補充重要參訪內容之外，也附記此行程序面之體會，爰附加照片附錄於後。※(照片不登入)





�最高檢察總署希望朝向無紙化的辦公環境，甚至想把警察的資料全部掃描到電腦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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